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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
■ 邱海平

构建作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当前以

及未来一定历史时期内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是

政治经济学界面临的重大理论任务。构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科学理解

和准确把握其理论属性。所谓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就是指它在理

论上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这不仅涉及它与现

有各种主要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的关

系，而且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这个概念和学科是否能够成立这一重要

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这个概念是否能够成立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

论属性，首先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是否能

够成立？虽然国内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学者可能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我

们必须注意到，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者在这

个问题上是持明确否定态度的。

例如，有学者认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

家认识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

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某国经济学，并不是

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

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

的概念。”田国强教授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

观点，持相同观点的学者也认为：“现代经济

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

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

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

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研究任何

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

题，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

和现象。

在这些学者看来，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

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唯一科学的“现代经济

学”；中国经济学界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运

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问题，而不是徒劳

地去制造出另外一套不同于“现代经济学”的

什么经济学理论。根据这样的观点，连“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都是不

能成立的、荒谬的，更谈不上构建什么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了。那么，政

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真的没有国别性吗？当代

西方主流经济学真的是唯一科学的“现代经

济学”吗？中国经济学的主要任务真的只是运

用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来分析

中国经济问题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这个概念真的不能成立吗？对于这些问

题，我们必须通过分析作出明确的回答。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有没有国

别性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

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总是具有鲜

明的社会性、阶级性和历史性的，从而必然具

有国别差异性。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

过深刻的论述。例如，马克思曾经指出：“政治

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

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

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

的科学研究。”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

学在客观上总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恩格

斯明确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

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

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

可能对一切国家和—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

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

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

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

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

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

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

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

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

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

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强调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历史性、社会性、阶级

性和国别差异性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

没有完全否定它的一般性及其意义。恩格斯

指出，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

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

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

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

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

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

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

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

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适用于借金

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的规

律起作用了。马克思指出：“生产的一切时代

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

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

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

但是，承认不同社会以及不同历史发展

阶段的某些共性或一般性，并不意味着研究

这种共性和一般性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

主要任务。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

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

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

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

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马克

思还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历史

性和虚伪性：“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

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

（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

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

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

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被斯密

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

渔夫，属于 18 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表明，必须辩证

地看待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所具有的一般性

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一方面，我

们必须承认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理论内容

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反映，但是另

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政治经济学或经济

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从而必须承

认它所具有的社会性、阶级性和国别性。因

此，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和研究不研究存

在于不同社会和不同国家的那些具有一般性

或共性的东西，而在于是否把一般性同特殊

性和个别性相混同并且用对于一般性或共性

的研究代替对于特殊性和个别性的研究。因

此，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主要

任务并不是研究和揭示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经

济运动的共同规律，也不是把某种已有的理

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加以运

用，而是应该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首

先立足于研究和揭示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经济

发展的特殊规律，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

进一步总结出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发展规律。

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所有已有的理论都只

能作为一种参考和借鉴，而不能作为一种“标

准”。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才能得

到发展和创新，也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或经

济学的研究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社会实践发展

的作用。

从理论上来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

历史性、社会性、阶级性和国别性，根源于其

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众所周知，作为社会科学

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其研究

对象总是存在于一定国家的社会经济之中

的。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的实践活动除

了经济活动之外，还有政治活动、社会活动、

文化活动等，人类的这些活动不仅互相联系

互相影响，而且受到一定的国家形态、历史发

展和文化传统的重大影响。这就决定了作为

一种社会科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

或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不可能像自然科学

那样完全可以用数学来表达、完全不受研究

者的立场和社会价值观以及方法论的影响。

另外，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同样也要

揭示那些通行于一切社会的“一般的普遍规

律”，那就必须以对于全部人类经济活动的研

究为前提，但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从这个

角度来说，任何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都

存在一定的“假说”的性质，而不可能是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的真理。事实上，当代西方

经济学并不是基于对全部人类经济史以及世

界经济的研究而总结出来的理论，而是主要

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

所以，把本来反映着一定社会形态、一定国家

形态、一定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政治经济

学或经济学宣布为人类永恒的“普世真理”，

不仅是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幻想和虚

构，而且也是他们用以欺骗世界人民的一贯

伎俩。

（二）关于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

经济学的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

态总是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政

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在本

质上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从本质上

来说总是更多地反映着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

阶级的利益和诉求。在阶级社会中，从来不存

在能够反映和代表所有不同阶级利益和诉求

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如上所述，即使有人

宣布自己的经济学是“普世真理”，也无法改

变这一客观事实。显然，由于当代西方发达国

家仍然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

家，因而，产生于这些国家的当代西方经济学

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当

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以，如何科学认识和对

待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

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当

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问题。不从这样一

个高度出发，不从这样一个本质层面出发，就

不可能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

在如何科学认识和对待当代资产阶级经

济学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需要向马克思学

习。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

克思批判继承的对象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重要理论来源。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马克思采取的是一种科学公正的态

度，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古典

政治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巨大贡献和历史地

位，并且在理论上继承了他们所提出来的许

多范畴，如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固定资

本、流动资本等；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充分揭

示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理

论逻辑和范畴含义等多方面存在的错误和局

限性，不仅创立了具体劳动、抽象劳动、价值

实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剩余价值、不变资

本、可变资本、生产价格、绝对地租等一系列

政治经济学新范畴，而且即使是从资产阶级

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继承下来的旧范畴和概

念，也重新赋予其科学的含义。正是在既继承

又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

上，马克思才创立了全新的无产阶级政治经

济学理论体系。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方法论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实际，对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

做了重要的理论区分，他明确地指出：“我所

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 I 配第以来

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

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

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

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

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

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

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

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

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

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发展

历史来看，19 世纪 30 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

岭。在这个年代发生的两个方面的重要事实

影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一是一

批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直接利用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共产主义和社

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并由此推动了那个年代

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二是围绕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理论发生的大论争，直接

导致了李嘉图理论体系的解体。在此之后，不

仅 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

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而且 1867 年

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标志着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如何在理论上对抗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巨大影响力，就成为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必须解决的核心理论任务。于是，19
世纪 70 年代发生了所谓“边际革命”，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力图用效用价值论替代“危险的”

劳动价值论。1890 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

发表了《经济学原理》，他所创立的“新古典经

济学”在一段时间内是英美国家的主流经济

学。1929-1933 年“大萧条”的爆发，宣布了新

古典经济学的失效，并催发了凯恩斯主义经

济学即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且—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成为英美国家的主流经济学。20 世

纪 70 年代，发达国家又持续陷入“滞胀”的泥

潭，从而也宣布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失灵。

于是，西方经济学出现了一个新的轮回，即以

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和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

济学成为英美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但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宣布了新自

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

所谓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是指仍

然在西方国家大学经济学教科书和学术期刊

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

主义经济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再爆发的

周期性经济危机和普遍存在的财富占有与收

入分配两极分化、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

及全球生态危机等各种客观事实充分表明，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是什

么科学的经济学，更不是什么“普世真理”。

2008 年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进一步证

明，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及其在当

代的进一步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除了继续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进行改良主义的

争吵之外，不可能提出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

根本良策和方案。当代西方经济学虽然利用

数学披上了科学的形式主义外衣，但这并没

有也不可能改变其庸俗经济学的本质。因此，

继续崇拜和迷信早已被实践证明并非科学的

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完

全没有根据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无视

和全盘否定当代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主流经

济学对于我们所具有的一定参考价值和借鉴

意义。

在看到当代西方经济学整体上的庸俗性

质的同时，还必须充分了解和认识其中具有

一定科学价值的部分内容和可以借鉴的成

分。比如，虽然其“经济人假设”带有虚构的成

分，但能够启发我们必须关注对于个体理性

的深入研究和理解，从而推进对于经济主体

的行为及其形成的经济关系和整体结果的认

识；再如，虽然其“均衡价格理论”并不科学，

但能够启发我们必须更加关注对供求关系以

及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商品价格的影响的研

究；又如，虽然其大量使用数学和计量方法有

形式主义之嫌，但能够启发我们必须更加关

注研究各种经济运行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

等。总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当代西方经

济学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所提

出来的许多具体概念和理论，经过科学改造

之后是能够为我所用的。我们既要反对全盘

照抄照搬和盲目迷信当代西方经济学，也要

反对全盘否定当代西方经济学对于我们所具

有的一定借鉴和参考价值。那种把当代西方

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解为唯一科

学的“现代经济学”，并据此反对中国人需要

创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

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我们不仅要科学理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同时，还

必须充分认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否则，仅有可能性和

合理性而无可行性和必要性，也是无法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全部经济学

理论发展史都表明，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之

间存在着辩证关系。一方面，一定的经济实践

为经济理论的产生提供事实依据和基础，从

根本上来说，经济理论的具体形态和成熟程

度，是由客观的经济实践的成熟程度和特点

决定的；另一方面，一定的经济理论又会对经

济实践的发展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因此，考

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何认

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的

成熟程度问题。

在一些人看来，我们现在还不具备构建

“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客观条件，

理由是，即使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算

起到现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仅仅经

历了 60 余年的发展时间；更有人把 1978 年

的改革开放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

展实践的起点，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实践就更是只有短短的近 40 年时

间。相比而言，西方资本主义起源于 14-16 世

纪，形成于 17-18 世纪，成熟于 19-20 世纪，

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 17 世纪

中叶。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

在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经历了 200 多年之后才

产生的。另外，苏联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70
年之后解体了，从而更加说明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不成熟性和不稳定性。

上述观点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和道理，

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必然得出我们完

全没有条件从而无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我们必须在思想认识上

区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

“构建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即使承认现在还没有“充

分条件”去构建“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也并不等于说没有“基本条件”去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

论。

任何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都有一

个从产生到形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事实上，

自从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以来，关于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从来就没

有停止过。例如，列宁在《论粮食税》《新经济

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论合作社》

等著述中，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探索了有关社

会主义经济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斯大林不

仅写作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部理论

著作，而且在他的领导和主持下，苏联学者编

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

科书。

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理论发展的

角度来看，早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就

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设问

题，他在认真研读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后深刻地指出：“写出一本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来说，

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

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

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

多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

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

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看来，这本书

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

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

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

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

反映。毛泽东还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发表

了《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

30 年之后的 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邓小平在会上发言指出：“这个决定，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

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

价，但是要到五年之后才能够讲这个话，证

明它正确。”在随后召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比如《关于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前天中央委员会通

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

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

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邓小

平不仅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一概念，而且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的一

系列重要理论。

又过了 30 年之后的 2014 年以来，习近

平围绕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连续发表了

一系列重要观点。2014 年 7 月 8 日，习近平在

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 年 11
月 23 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

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

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6 年 7 月 8 日，

习近平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

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

成分。” 渊待续冤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就是指

它在理论上所具有的本质特

征，这不仅涉及它与现有各种

主要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

论的关系，而且涉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

念和学科是否能够成立这一重

要问题。


